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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国际司法机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赵海峰
在今年前8期本专栏的文章[1]对现今存在的若干重要的国际法院与法庭[2]进行了分别研究以后，对国际司法机构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概括和分析，以利于掌握其全貌也许是必要的。

国际司法机构的迅速增加及其作用的加强是上个世纪冷战结束以后到现在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法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它既是国际法治的突出成就，也反映了国际法发展的新趋势。国际司法的加强，不仅是指国际法院与法庭量的增加，也是指质的改变，新的国际司法机构多数具有强制管辖权，不少存在已久的国际法院与法庭也在近期进行了改革，强制管辖权的范围和管辖的地域均大幅度增加。目前，除了主权国家在国际法院与法庭的程序中仍然占有主要地位之外，国际组织尤其是个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获得了长足的提高，与其有关的案件数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无救济则无权利”。[3]国际司法机构的增加及其运作，对于加强国际法的地位和刚性，通过司法手段公正地解决国际争端，发展国际法的规则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首先尝试明确国际司法机构的概念和分类，接着简要阐述其发展历程，最后将分析其发展趋势和形成这些趋势的原因。

一、国际司法机构的概念和分类
（一）概念
国际司法机构最初是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司法手段逐步建立起来的。国际争端从狭义上来说，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由于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意见不一致或政治利益的冲突所产生的争执。广义的争端不仅包括国家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争端，而且包括以国家为一方，以另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非国家实体为另一方，两者之间产生的争端。[4]国际争端的解决，就是根据国际不法行为受害者的要求，以终止非法行为、履行应尽义务、恢复原状、赔偿损害、道歉、宣告法律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他救济方式，纠正国际不法行为。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已经成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分为政治（或外交）的解决方法（也称“实力取向”方法）和法律解决方法（也称“规则取向”方法）。政治方法通常包括谈判、斡旋、调停、调查、和解等具体方法。法律方法是指通过仲裁和法院（司法）解决争端的方法。政治解决方法和法律解决方法各有利弊。[5]
国际法上的司法解决通常是指利用国际法院与法庭的司法职能和平解决国际法主体之间发生的国际争端的制度。是指由争端当事方将争端交给由独立法官组成的国际司法机关进行审理，并由其根据国际法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判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苏晓宏教授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司法是伴随着现代国家体系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由司法制度的国内法模式发展到国际化形态的，是法律思想中的司法正义观念国际化的体现。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上说，它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6]主张的结果。但既有理想主义的设计和构想，又有现实主义的操作和运用，体现了国际政治结构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某种交合。[7]
国际司法机构的概念，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司法机构主要是指现行国际体系中以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形式、以法律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与组织，既包括司法方法，也包括仲裁方法。这似乎与我国在广义上使用的司法制度的范畴相契合。[8]狭义的国际司法机构仅仅指以司法的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程序与机构，即国际法院与法庭。本文通常在狭义的范围内讨论司法机构问题。

如何判定国际司法机构，也即国际法院与法庭？Christian Tomuschat提出了“国际性法院”的5个标准：[9]常设性、由国际条约等建立、依照国际法审案、以事先存在的程序性规定为基础审案（而且这些程序通常不应当被当事方所改变）、结果具有法律拘束力。Cesare P. R. Romano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标准：法官应在案件提交前已经公正的机制选出，而非由当事方选定；案件至少一方当事方为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10]

 HYPERLINK "http://law.hit.edu.cn/website_admin/article/ewebeditor/ewebeditor.asp?id=content1&style=poorfish" \l "_ftn11" \o "" [11]这显然是根据狭义的概念识别国际司法机构的。

对照上述标准，在目前存在的125个可以做出最终裁决的国际机构中，典型的国际司法机构并不多，约在20个左右。其中有的机构在个别方面不符合标准，但通常在研究中也将其包括进去，如特设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特设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等机构即不符合上述标准中的常设性标准。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某些方面也不符合上述标准。[12] 

（二）、国际司法机构的分类
虽然狭义概念上的国际司法机构并不多，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有的成员国是全球性的，有的只有极其有限的缔约国；有的只受理国家间的纠纷，有的则也向个人和其他主体开放；有的每年审理数以百计的案件，有的平均10年才会有一件案件；有的非常活跃，而有的名存实亡，有的还即将诞生。总之，国际法院与法庭的管辖权、规模、工作人员、预算额度、办案量等均差别极大。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我们将其分为以下6类：

1、一般性司法机构。此类司法机构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指可以被所有的国家所使用的全球性司法机构，另一种是其管辖事项是潜在不受限制的司法机构。此类司法机构主要有：世界上唯一具有普遍管辖权的全球性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常设国际仲裁法院）[13]、全球性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和解与仲裁法庭）等。

2、贸易、商业和投资保护司法机构。主要包括解决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商务与投资活动所引起的纠纷的如下争端解决机制：WTO纠纷解决机制上诉庭、（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国际商会仲裁法院）等。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司法机构。包括欧盟法院体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比荷卢经济联盟法院、安第斯共同体法院、（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其他河流委员会、）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核能机构法庭、西欧联盟法院、萨尔国际和解法庭、中美洲法院、（石油输出国组织司法委员会、）东南非共同市场法院、独联体经济法院、（北美自由贸易区纠纷解决机制和环境合作委员会）等。

4、国际人权司法机构。包括全球和区域性的人权监督机制。主要有：（人权事务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反酷刑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代理和控告程序）、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非洲（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欧洲社会宪章集体控告程序）等。

5、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所临时设立的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在过去10年中联合国设立或帮助设立的各种形式的国际和国内法院混合的国际化刑事司法机构，包括柬埔寨混合法庭、科索沃混合法院、东帝汶地区法院内的特别分庭、塞拉利昂特别法院、以及波黑国家法院内的战争罪特别分庭等。
6、国际行政法庭。较为著名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有：联合国行政法庭、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行政法庭等；区域性国际组织行政法庭有：美洲国家组织行政法庭和“协调组织”上诉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航天局所设立的类似行政法庭等。[15]
此外，有的作者还在广义上将以下非司法性的组织包括到国际法院与法庭的范围内：检查专家组(Inspection panels)机构，包括世界银行检查专家组、美洲发展银行独立调查机构和亚洲发展银行监督机制；[16]不遵守程序（non-compliance procedure）[17]，如蒙特利尔议定书有关臭氧层的不遵守程序等；以及其他机构，包括伊朗－美国求偿法庭、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等。

二、国际司法机构的发展轨迹 
国际司法机构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

（一）、国际司法机构的确立期。从1899年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该阶段的重要事件是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的召开、1900年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建立，尤其是1922年常设国际法院的建立和运行。1899年7月29日26个国家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决心“尽其最大的努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决定建立常设国际仲裁法院。1899年公约的缔结标志着各国开始转向在常设机构裁决国际争端，而在此之前，国际纠纷的裁决几乎全部是由国家或者由为了解决某一个纠纷而建立的特设机构进行的。虽然1902年开始运作的常设国际仲裁法院既不是一个法院，也非常设，但它是国际上第一个负责裁决国际争端的机构，并且是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先驱者。从此，海牙成了举世瞩目的国际司法中心，现代国际司法制度也因此拉开了其百年发展的历史序幕。[18]
根据多边条约组成的第一个真正的常设国际法院是于1908年由中美洲5国设立的中美洲法院。它虽然只存在了10年就解散了，但它不仅是真正常设的法院，而且对个人与国家间的纠纷拥有管辖权。[19]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为了满足国际社会以法律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需要，国际联盟于1922年创立了第一个具有真正全球意义的国际法院－国际常设法院[20]，其职权为对国联成员国提出的国际争端进行审理和判决，并就行政院和大会交付法院审议的争议事项或其他问题发表咨询意见。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设立与荷兰海牙和平宫的该法院停止了工作，并于1946年正式解散。常设国际法院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独立的国际司法机制，为此后所有的国际司法机构树立了榜样。常设国际法院虽已消失，但其裁决目前仍然被国际法学家和国际法院作为权威渊源加以引用。 

（二）国际司法机构的稳定发展期。该阶段始于1940年代与1950年代，终于1990年代，以国际法院、欧洲共同体法院（1952年设立于卢森堡）和（欧洲人权委员会及其）欧洲人权法院（1959年1月29日设立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建立为标志。在此期间，仅有6个法院在运转：除了上述3法院以外，另3个法院是：安第斯共同体法院（1979年设立于厄瓜多尔的快图Quitu）、比荷卢经济联盟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1979年设立于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

国际法院成立于1946年2月6日，它几乎原封不动地继受了常设国际法院的一切：从规约、到强制管辖权和一般性条约所规定的常设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甚至到院长――原常设国际法院的院长格雷罗继续当选为国际法院的首任院长。[21]国际法院成立后，在解决国际争端和发展现代国际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2]但在整个冷战期间，其受理案件的数量和重要性远低于它所应当承担的职责，各国对它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只是近年来受理案件的数量才有了大幅上升。

在此阶段，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常设国际司法机构的群体，它反映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国际纠纷解决的特设安排向第三方裁决的“司法化”的转变。虽然上述司法机构的管辖权还远未达到涵盖一切领域的程度，但这些机构毕竟提供了一个既包括一般事项，也包括特别事项的通过司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平台，而且既有区域层面的，也有全球层面的机构，其中有的机构具有强制管辖权。[23]这一群体的存在表明主权国家越来越愿意接受法院发挥其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

（三）国际司法机构的全面发展期。是指从1989年冷战结束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本阶段的特点是法院和法庭具有强制管辖权和做出具有拘束力的判决的趋势，突出体现在国际海洋法法庭（1996年8月设立于德国汉堡）、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庭（1995年1月1日设立于日内瓦）和国际刑事法院（2002年7月1日设立于海牙）3机构上。

在此期间建立的主要司法机构，除了上述3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机构之外，还有：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1993年设立于海牙）、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1996年1月设立于坦桑尼亚阿鲁沙），以及若干国际化的刑事法院；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1994年1月1日设立于维也纳，后迁至卢森堡）、中美洲法院（1994年设立于尼加拉瓜的马那瓜）、独联体经济法庭（1994年设立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东南非共同体法院（1998年设立于赞比亚的鲁萨卡）。

上述新设立的国际司法机构均对其建立条约或其他法律文书的成员国享有一定程度上的强制管辖权。如国际海洋法法庭对海洋法公约的100多个成员国在某些狭窄范围的事项上具有强制管辖权；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在比较广泛的事务上拥有强制管辖权；众多的区域体制中，除了个别法院之外，各法院均对所有参与区域体制的国家拥有强制管辖权。在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方面，缔约国批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就使国际刑事法院自动获得相应管辖权，而且，在行使管辖权方面，它将可能对非缔约国国民进行调查和起诉。[24]
以上说明，随着最近几十年国际互赖的增加，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其变化更为剧烈。以至于使人们相信在国际组织进行立法、制定标准之外，出现了一个国际“司法权”，其权力似乎越来越广泛，也因而越来越对国家主权形成“侵越”。 各国不愿事先接受司法和准司法机制的强制管辖权的态度有了转变，越来越多的国际法院与法庭拥有强制管辖权。这一趋势与争端解决机制的机构化，也即从特设向常设发展的进步相伴生。这两个进步对于提高国际法的有效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上述新的司法和准司法机构大量增长的结果，以及已往已经存在的法院的强制管辖权的加强，使得在国际关系的诸多领域，对于相当多的国际行为体来说，国际法已经提供了相当成熟和有效的司法和准司法性的争端解决程序。因而，虽然仍然存在着令人挥之不去的裁决执行问题，有作者认为，最近争端解决机制的加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在国内法律体系中存在的争端解决程序相媲美。[25]
三、国际司法机构的发展趋势
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司法机构的发展走向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

1、国际法院与法庭大量增加，原有司法机构不断改革，管辖权扩大。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后，新的国际司法机构快速增加，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和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庭等新的国际司法机构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司法机构网络的原有框架。再加上建立已久的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共同体法院也纷纷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和完善，国际司法机构所管辖的领域不断拓展，[26]国家不断增加，所包涵的地域范围也空前广阔。给人以国际司法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的印象。

2、国际法院与法庭出现了专业化和区域化的趋势。专业化和区域化是国际司法制度发展的两大趋势。前者可以从上文对国际司法机构的分类中得到认证，后者则可以从众多的区域性司法机构中得到解释。

3、国际司法机构强制管辖权的加强。国际司法机构在冷战以后的发展鲜明地呈现了建立具有强制管辖权和做出具有拘束力的裁决之权力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趋势。这一特点明显地体现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和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也体现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机制中。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素以国家同意为原则，而强制管辖权的建立，无疑是对上述传统国际司法规则的超越，使得国际司法的运行过程更具有刚性。

4、国际司法机构受理的案件急遽上升。如果我们对目前运转的国际司法机构一一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诉至各主要国际法院与法庭的案件的数量全面增加。国际法院从来没有象近年来这么忙过；案件的增加使欧共体法院不得不设立初审法院和专门法庭；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后10年期间受理案件300余起，数倍于GATT机制在相同时间内的平均收案数；欧洲人权法院在1998年改革以后，每年不得不处理数以万计的申诉，做出数百个判决。这一情况导致积案上升，不少法院都在积极采取改革措施加以应对。国际法院自1997年已开始采取包括程序性、技术性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各种措施，以提高办案效率。[27]欧洲理事会则在2004年5月14日通过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4号议定书，以加快欧洲人权法院的办案速度。[28]由于构成国际诉讼的因素，包括越来越多的国际规则和更多的国际行为体等似乎已经稳固地确立，加上各国对于国际裁决机构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更加趋向于运用而不是回避，因而上述受理案件大量增加的趋势似乎很难改变。

5、法官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普遍代表性加强。国际司法制度带有较多的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制度色彩，在建立的初期也多为西方法官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多数国际司法机构已经摆脱了少数西方大国把持的局面，其法官具有了更加公平的地域、法系等方面的代表性。这不仅表现在历史较久的国际法院，而且表现在成立不久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中。

6、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地位上升。按照传统的国际法，国际司法机构是一个只有主权国家才具有诉讼权利的领域，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烈的政府间色彩。国际司法机构后来慢慢逐步向所有的国际行为体开放。国际审判已经不再仅仅是由国家所垄断的事务，因为越来越多的法院、法庭允许个人、团体以及国际组织的参与。给予非国家行为体以相应地位的国际司法机构已经大大多于仅仅容纳主权国家的国际法院与法庭。现将若干非国际行为体的情况分述如下：（1）、国际组织。国际组织通过其机构可以在任何国际司法机构出庭。国际组织通常可以要求国际性法院出具咨询意见，而且，在若干法院，国际组织在诉讼事务中享有全面的权利。（2）、个人。在多数区域性法院，自然人和法人均享有直接提起诉讼的权利，但在美洲人权法院则无此权利。具有普遍管辖权的法院对个人则完全无动于衷。如国际法院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个人不予理睬，在刑事法院，个人是作为被告人出现的。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个人仅能够在个别的分庭出庭，而且必须有国家的协助。（3）、内国法院。在若干区域性法院，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超国家色彩的法院，内国法院可向国际司法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其解释有关区域体制的法律。欧共体法中的“先决裁决”即是此种程序的典型代表。此外，内国法院在比荷卢经济联盟、安第斯共同体、中美洲一体化制度、东南非共同体的司法机构中均有此权利。[29]总之，在21世纪初的今天，非国家行为体，不论其资格如何，目前已经可以在绝大多数国际司法机构中出现，而且在所有其可以出现的法院，与其有关的案件已经构成该院案件的几乎全部。[30]
四、国际司法机构获得蓬勃发展的原因
导致国际司法机构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国际法领域的扩张，经济的世界化和人权的普遍化，以及冷战的结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等，都应当是促进国际司法机构空前跃进的主要因素。具体详述如下：

1、国际法领域的扩张使更多的国际法院与法庭成为必要。 国际法院与法庭的大量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国际法的领域在近来的不断扩张，国际法一是向原为国内管辖权的领域（如刑事司法）扩张，二是向原非多边的领域（如服务方面的国际贸易）扩张，三是向原为空白的领域扩张（如人权和环保）。通过条约、国际实践和“软法”的制定，国际立法出现了爆炸式的增加。国际规范的密度、数量和复杂性的增加，相应地要求象国际司法机构那样成熟的纠纷解决机制去保障新的法律规则的执行，并确保对法律规则的解释和发展。

2、国际组织的大量增加直接促进了国际司法机构的增多。从宏观的角度上说，国际组织的大量增加是导致国际司法机构增加的直接原因。20世纪是国际组织大发展的时期。据国际协会联盟的统计，截至1998年底，各类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数目已经高达48350个，其中14.74%为政府间组织，有6240个，其余为非政府组织。[31]几乎所有的国际司法机构都是在国际组织的主持下成立的，并在组织方面得到了国际组织的支持；其职权范围与国际组织密切相关，其裁决的执行往往需要有关国际组织的保障。[32]
3、经济全球化的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引人瞩目的趋势，并成为塑造战后世界秩序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同时也催生了对国际司法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纠纷的解决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要解决得快捷，二是争端方不再限于国家。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行[33]是经济关系影响国际关系的典型表现，是经济发展对国际法治的典型推动和必然需求。[34]
4、人权保障普遍化的促进。对人权保障的日益增加的关注，促进了国际司法机构的发展。联合国宪章即要求保护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和国际人权两公约的生效，形成了全球性的人权标准。联合国建立了自己的人权国际保护机制，各国缔结了大量保护人权的条约，几乎所有的人权条约都设立人权机构以监督条约的实施。[35]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下，产生了一个新的准司法性的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世界人权宣言还很快地导致了更为详尽的带有重要司法因素的地区条约的通过和施行，尤其是在欧洲和南美，根据人权条约建立了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等，这些机制与早已存在的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机制互为倚角，并为非洲所借鉴：非洲人权法院即将成立。[36]
5、冷战的结束为国际司法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际法院与法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获得的令人鼓舞的成绩与1989年冷战结束、两极化世界的终结和多边主义的兴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严格的两极世界转变为丰富多彩的、更为自由的安排，引发了若干国际组织及其司法机构的建立，为建立新的组织开辟了道路，并使以前阻碍司法机构增长和发挥作用的国际紧张局势销声匿迹。例如，苏联的解体使前南国际刑事法庭[37]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成为可能，而这两个法庭的经验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苏联的解体也为欧洲理事会[38]和欧盟的东扩提供了机会，而这进一步导致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彻底改革和欧盟司法体制的完善[39]。冷战结束也促成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诞生：海洋法公约在沉睡了10多年以后，只有待冷战结束才获得了足够的批准书，从而使国际海洋法法庭得以浮出水面。

6、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欧洲（欧盟）、非洲（非洲联盟）、美洲（美洲国家组织）等区域一体化组织的进展，导致了区域性司法机构的设立。如欧盟法院体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安第斯共同体法院、东南非共同体法院、中美洲法院等。其中欧盟法院体系堪称典范。在区域一体化的框架下建立国际性法院的理由是多重的，成员国越转向经济一体化，就越需要加强法律的保障，一体化越紧密，这一需求（尤其是小国）就越强烈。成员国利益的一致和区域法律制度的趋同化，是区域性司法机构比具有普遍管辖权的法院更容易被接受的重要因素。实证研究证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的一致有利于将对这些共同观念的保护付托给一个共同的和常设的国际司法机构。[40] 因为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或者相近的历史背景，而且建立司法机构的国际条约等多是有关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它们的主动性往往更强，其运用这些机构的积极性也更大。由于区域性法院更倾向于运用区域性法律，其裁决也比全球性法院具有更多的确定性。

7、国际法院等原有司法机构不能满足新局势的要求。面对经济全球化、人权普遍化等新的形势，国际法院等司法机构在解决很多种类型的争端方面的不适应增强了建立新司法机构的必要性。为了有效地解决国际争端，联合国的不同机构均鼓励各国经常使用国际法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国家主权的观念，及其伴随而来的在管辖方面的国家同意规则的局限。传统国际法公认国家不得被迫违反其意愿参与国际司法。由于很多国家不愿限制其行动的自由，所以很少有国家愿意在事先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择强制管辖权，即使接受的也提出种种保留，导致国际法院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处于非常边缘化的地位。此外，国际法院等机构不能接受主权国家以外的国际行为体提交的案件，也不利于对它的运用；再则，对那些涉及到非常复杂专业问题的争端，也需要更专业化的机构来解决；从信任度上来说，成员国也更信任区域性机制。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新的国际司法机构的建立。

8、若干国际法院与法庭的成功经验激励了类似法院的建立。设立时间较长、比较有效和成功的欧洲共同体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这两个著名的国际法院最近均进行了重要改革。两个法院的成员国在冷战后也大幅增加：建立了欧盟法院体系的欧盟拥有25个成员国，建立了欧洲人权法院的欧洲理事会拥有46个成员国。作为法院改革和组织扩张的结果，两个法院的强制管辖权、所管辖的事务范围和区域均有扩张。[41]其成功的经验激励了其他经济区域和政治机构司法化的进程。如非洲人权法院的建立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影响，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基本上是照抄欧共体法院的结果。

众多国际司法机构的出现和办理的案件，解决了大量的国际争端，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在解决国际经贸纠纷、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惩治严重国际犯罪和加强人权的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国际法的“软法”性质中增加了硬性因素，从而使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巩固；同时各国际法院与法庭创造的判例也发展了当代国际法。但是，由于国际法院与法庭的建立是以零散的和无协调的方式进行的，也相应地带来了若干问题。首先是不同的国际法院和法庭之间管辖权的重叠问题，也就是说，同一个争端，完全有可能受一个以上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这一问题不仅可能导致诉讼当事人按照其利益任选法院，而且可能进一步产生不同法院之间判决的冲突。此外，国际司法机构的分散化还可能带来国际法分散化的问题。具体来说，无协调的国际法院与法庭之间完全可能出现规则的冲突、学理的不连贯、以及在判例中出现不同的法律原则的冲突等。虽然目前此种现象尚未造成国际法的不一致，但这种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国际法院和法庭之间应当逐步增加协调和沟通，尤其是应当考虑如何尽量发挥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的国际法院在保障国际法统一方面的主导作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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